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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浅析新民歌运动的继承理念与创作现实
——以《红旗歌谣》为例

陆  韵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958 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中国诗的出路，

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

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

一。”随后，他又在汉口会议上提出：“各省搞民歌，各省

至少要搞一百多首。”于是，1958 年文艺创作领域就展开

了“全民采风”“察看民情”的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理念在于继承过往新诗，融合“古典”

与“民歌”的优长，将诗歌发展推上高峰。但也正是在如

此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中，新民歌在传承古典诗歌和

学习传统民歌方面，都未得精髓，也无法自由书写其精

髓，更没有发挥新诗的社会效应，成为“一个苦难民族在

一场乌托邦之梦之梦中的呓语”[1]。本文主要以《红旗歌

谣》为例，探讨其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形式与风格等，

再围绕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在这种具体分析

中，笔者逐一浅析新民歌与古典诗歌、传统民歌和新诗传

统的关系。

一、较古典诗歌：从作品内到作品外

首先在表现手法上，新民歌特色之处在于用典和夸

张。用典尤其注重神话的运用，但是新民歌时期的创作用

典不再是为了达到艺术审美性，也不是利用神话书写个

人独立的思想情感，而是为了政治宣传的渲染效果。例

如《明天要去闹天宫》中“要和神仙比高低，喊声冲上九

重霄。……夺取天河浇仙桃。”作品利用天界仙桃神话表

现的是攀比和抢夺的欲望，从而体现了盲目的政治狂热和

自我膨胀。神话成为了政治渲染和衬托的工具，用来宣

传“大跃进”下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夸张也常见新民歌

中，但不同于古典诗歌。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

长”用夸张极言个人的悲伤情绪，新民歌中没有个人自由

情感的真实表露，更不会允许悲哀、忧郁等消极情感。在

作品中，夸张的手法多用来突出生产的成果，却又违背基

本常识，展现给读者强烈的虚假感和不可读性，成为了一

种“生产的‘副产品’”[2]。

其次，作品在意象选取方面尤其偏重于“太阳”这个

意象元素。在古典诗歌中， “日”虽然可以象征君主和帝

王，但更多是诗人借景抒情，更有夕阳意象，或表现国家

衰败，或体现羁旅之情，或抒发个人愁思。然而新民歌让

“太阳”这个意蕴丰富的意象走向极端单一化，成为政权

的象征和个人崇拜的符号。“太阳”也从此与“光明” “红

色”等词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

第三，新民歌注重形式的齐整与和谐。《红旗歌谣》

五字诗、七字诗有较大篇幅，明显是受了古典诗歌中五

言、七言的影响。此外，诗歌注重押韵和声律的和谐，然

而这种形式的仿效十分粗浅，在五七字的诗句中，作品常

用“着、了、过”及各种语气词拼凑，追求形式上的整

齐，却没有留有古典诗歌简约雅致的词句风格特色。

走到作品外看，古典诗歌的创作环境都是在专制主

义强权政治下的书写，同样的，新民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浓

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从诗经时代开始，“风、雅、颂”

中的“颂”就是为了讴歌贵族盛典和先王懿德，到魏晋南

北朝赋渐渐兴盛，后来汉赋也成为政治宣传的有力手段。

然而强权政治下的古典诗歌却依然呈现出参差多态的瑰丽

美学，因为思想尽管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没有完全被政治

笼罩，诗人仍有着独立思辨的灵魂，能够遵循“诗言志，

歌咏言”。

二、较传统民歌：人性抒写到政治书写

传统民歌是真正的农民文学，以农民及其生活为创

作主体，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的一种来源方

式就有传闻为“采诗说”。传统民歌受重视是因为其是人

文景观、社会风俗、民生民情的缩影，它代表了纯净、淳

朴、自然的劳作者情怀。然而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作品，不

再带有人性自由的伸展流露，而成为了政治书写工具。笔

者结合《红旗歌谣》，重点讨论“爱情”和“劳动”二者，

从原来的人性抒写转变为政治书写。

爱情的描写在《红旗歌谣》中有相当的篇幅，然而

笔者存在的疑问是，既然在公共空间中话语权已被政治意

识形态所掌控，那么爱情作为个人情感的描绘是何以存在

的？既然爱情的描绘确实存在，在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

下，这种描绘又有怎样的特色和时代影响？

可以说，爱情描写和政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一

方面爱情在当时为革命精神所不容，诗人往往在进行爱情

描写失去自然生命力，利用意识形态来弥补自由情感的空

缺；另一方面，政治也借用新民歌中的爱情来达到政治宣

传的目的，利用爱情这个符号来歌颂党的宏伟蓝图。如

“新娘子刚进庄，小伙子都拥上……新娘笑容满面，她不

慌也不忙，从怀里掏出张跃进计划，向大伙说详端。”这

段民歌在描写农村婚嫁场景时，在末端强硬地安插了“跃

进计划”这个政治典型，违背了民间嫁娶的习俗，在生硬

的转折中把爱情婚嫁划为意识形态的宣传要素。《红旗歌

谣》中还有民歌对唱的描写，“男：叫声妹妹加油干，咱

俩争取当模范。女：不当模范不见你，谁不上山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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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答对唱中，缠绵悱恻的情话和政治宣传语交相错杂，

政治的正确性和大胆热情的表白相结合，诗歌开头先写

“做工”和“志气”等符合“大跃进”时期规范的姿态，

而在诗歌中间又描绘了男女之间的思念，到结尾处又通

过“模范”来挽回自然欲望的漏洞，成为了符合政治宣传

的文艺工具。爱情与政治之间存在“隐形的互文关系”[3]，

然而最终爱情做出了让步，服务于政治，才能够存在于文

学作品之中。 
笔者更发现，新民歌中的“爱情”与“劳动”相结

合，更彻底地符合“大跃进”众志成城的生产热情。因

而，“劳动”也从传统民歌中的农民生活情态变为具有意

识形态意味的标志。例如“情哥挖坑妹放苗，遍山坡上

新绿袍。”有情男女共同在田间耕作，而诗句最后落足在

“新绿袍”的生产成果上，爱情和劳动成为表层的掩盖，

展现出新时代和谐的生产景象，最终为了宣传“大跃进”

劳动生产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妹妹挑土哥挖塘，汗

珠跟着泥水淌。妹挑千担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爱

情和劳动相互交织，可是读者感觉不到爱情的微妙和深

邃，而是从“泥水淌”“不觉凉”等词中感受到对于劳作

的鼓励和赞美，而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劳动”，是大跃进

时期领导者期待的群众形象，是特殊化的宣传标语。

其实不止于劳动中的爱情，亲情、大自然乃至宗教

都成为了政治宣传的符号。在新民歌描绘下，爱情、亲

情、自然、宗教等共同存在，显出昌盛丰富之态，最后又

倒向共同的中心——意识形态。“主席走遍全国，峨眉举

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在政治抒写下，大自然显示出

臣服的姿态。红旗歌谣显示出的是一种挑战的欲望，挑战

他人，挑战自然，认为主体无往不胜。这种狂热的斗争欲

望，恰恰反映的是另一面，是焦躁不安，人心不定。在面

对宗教神灵时，云南傣族有一首“敢于过火海，上刀山，

敢于倒转乾坤，——向神圣的叭英宣战。”叭英即傣族语

的“上帝”。作品表现出蔑视天地，自我膨胀，反映人焦

躁不安的斗争状态心理。反对神魔，实际上是创造神魔；

没有独立的信仰，只有群体的崇拜。情感、自然、宗教等

等不再是自我意识的目的，而是群体崇拜的手段，成为了

政治书写的元素之一。

三、较新诗传统：“大众化”“通俗化”的歪曲

五四以来的新诗作家，一直试图寻找一条捷径，希望

通过简洁明了的字句，通俗地表达的观点，从而便捷地启

蒙大众、唤醒大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

中就提出“不避俗字俗词”，通过倡导白话在群众中做普

及工作。然而正如三十年代的评论一样，“五四时的白话，

实际上只是一种新式文言……一般工农大众，不仅念出来

听不懂，就是看起来也差不多同看文言的一样吃力”。[4]

新诗发展的症结，在新民歌运动时期达到了另一个极端，

在语言方面一味追求“通俗化”，在思想内容方面一味追

求“大众化”，却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下的固有矛盾。

首先，“通俗化”被曲解为语言的空洞。通俗化仍然

是文学艺术审美性中的重要一点，但是新民歌为了传到政

治宣传的革命目的，只选取了通俗化的表层，将诗歌创作

视为运动形式，将诗歌语句视为宣传标语，将诗歌这种艺

术的目的视为政治的手段。于是，直白的诗句因传达狂热

的政治情感，而不免失去“通俗化”的初衷，而流于恶

俗。诗歌中甚至出现“打死”“砸烂”等意识形态性强烈

的用语，失去了诗歌的形式美。这种诗歌创作有其失败根

源。毛泽东曾经倡导人民群众搞自己的文艺，于是在新民

歌运动中，许多农民作家的文化水准非常低，他们的学习

典范就是党的宣言，将空洞视为通俗。

其次，思想普及的“大众化”理念中，大众群体与创

作群体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和“大众”是一组矛

盾的概念，“我们”是已然清醒的群体，那“大众”则是

另一端，是等待唤醒的、可以组织的另一群。但“唯其

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

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
[5] 诗歌创作者在清醒的认识者和混沌的待启蒙者之间，有

一个微妙的存在缝隙，肩负着进一步启迪大众的社会责

任。而新民歌运动轻易草率地处理了“大众化”问题。新

民歌简单地描绘了想象中没有苦难的大众生活，不在于启

迪大众的智慧，而在于削弱大众的思考，抓住人性人性的

贪婪和畏惧，省略了生活中的苦难描写，占据了灵魂领袖

的位置。

《红旗歌谣》作为新民歌运动的产物，值得研究之处

并不仅在于文学价值，更在于特殊年代的社会历史价值。

本文仅以《红旗歌谣》中部分诗篇为例，简单分析了文本

内部诗歌的表现手法、意象选取以及诗歌形式方面特色

与，根据特色产生的缘由剖析文本外的政治语境与时代背

景，最后对新民歌有进一步的认识。由于政治时代的需

要，新民歌运动被要求与“古典”和“民歌”相结合，但

也正是这种强硬的政治要求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自然规律，

使得新民歌在古典诗歌和传统民歌传承方面存在弊端，也

成为新诗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笔者仅通过文本内部细读

和文本外时代特色分析，浅述了新民歌运动与古典诗歌、

传统民歌与新诗传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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